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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透過日本江戶時代儒者伊藤仁齋之子伊藤東涯的《周易經翼通解》，觀察仁齋、

東涯父子在依循《易程傳》義理解《易》風格的同時，對其中的君臣關係論述，所涉及的

士人政治主體性之繼承表現及其意義。在仁齋、東涯以王道文教抵抗武國世風的意識下，

《周易經翼通解》中的政治思想，不僅是在表面上跟隨程頤的註解，同時也在當時的江戶

時代社會中，扮演著應對現實狀況的角色。雖然這些論述並沒有立即產生改變政治體制的

力量，但其中的抵抗精神，可以說留下了恆常有效的批判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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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日本江戶時代著名儒者伊藤仁齋（1627-1705）、伊藤東涯父子（1670-1736），乃江戶

儒學中古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由於仁齋私塾「古義堂」位於京都堀川畔，故其學又名為

「堀川學派」。仁齋生前未正式出版著作，其治學成果皆由東涯整理而成，而東涯自身論

述，又多本於仁齋自家之授，故堀川學派之流傳發揚，東涯實功不可沒；而我們若要完整

地觀察堀川學派內容，亦須將仁齋與東涯合觀。 

在堀川學派《易》學成果方面，仁齋的著作《易經古義》僅註解了乾坤二卦，真正足

以代表該學派《易》學內涵的文獻，首推東涯的《周易經翼通解》。該書本仁齋之學，註

解完《周易》全書，故可藉此得見伊藤父子對《周易》的理解。1另外有關《太極圖說》

的部分，則有仁齋的《讀近思錄抄》，以及東涯的《太極圖說管見》、《太極圖說十論》。 

堀川學派的相關先行研究不暇枚舉，汗牛充棟，然而在《易》學方面的探討相對較少。

其大要者，有土田健次郎〈伊藤仁齋的易學〉、前田勉〈仁斎学の継承―伊藤東涯の「易」

解釈〉、濱久雄〈伊藤東涯の易学〉、吳偉明《易學對德川日本的影響》、王鑫《日本近世

易學研究》，以及拙作《日本江戶時代儒家《易》學研究》。要言之，過往的研究成果皆肯

定東涯《周易經翼通解》在繼承仁齋之學上的作用，並能充分掌握到其中的內涵，包括反

對朱子學的理氣論、批判《十翼》為孔子所作的傳統觀點等等。不過由於相關論著份量不

多，故應當還有龐大的探討空間可供學界共同開拓。 

本文擬從政治意義的角度，重新進入《周易經翼通解》的詮釋中，抉發其值得關注的

部分。仁齋父子的《周易》詮釋，受程頤《易程傳》影響甚深，程頤在《易程傳》中的解

經作法，已有前賢指出其中暗含政治企圖（詳下文）。身處與宋代士人文化截然不同之幕

府社會的仁齋父子，如何接受這些面向？形成何種意義？此乃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 

                                                        
1   伊藤東涯於該書〈釋例〉處曰：「先子……研覃鄒魯二書，兼治《周易》。然《易》唯解乾坤二卦，

務明大義，不要瑣究，不如治二書之專且精也。胤不肖，紹述遺志，敘之舊聞，僭為此解。」見日‧

伊藤東涯：〈周易經翼通解釋例〉，服部宇之吉編：《漢文大系》，第 16 卷（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78 年），頁 12。本文所據之《周易經翼通解》，亦取此版本，下不另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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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易程傳》的政治思想 

在進入《周易經翼通解》的探討之前，必須先從《易程傳》出發。如同上文所述，這

是因為仁齋父子的《周易》詮釋受到程頤影響。東涯於〈釋例〉中說： 

 

《易》本卜筮之書，《本義》之趣，固得其原旨者也。然萬世學者，遵夫子之道以

為學，則當從《程傳》以義理觀《易》。先子講《易》，大意從程子，義趣時依《本

義》。此解述家庭所聞，出入二傳，閒附管見云。2
 

 

《周易經翼通解》的編排，係以王弼、韓康伯注為底本，再附上東涯之解。而解經方

式則奉行以《易程傳》為本的義理解《易》作法，包括以人事、史事說經、對王弼以玄解

《易》的排斥，都是其重要特徵。因此，雖然堀川學派在日本儒學史上以反對宋儒而聞名，

但在《易》學的部分，對程頤的推崇亦不容忽視。因此我們可以思考：若程頤所隱含的政

治企圖，化為對《周易》的詮釋，在《易程傳》中表現出來，而又在《周易經翼通解》中

得見類似論述的話，或許即表示仁齋父子也連帶接受形塑《易程傳》義理解《易》的那一

份背後思維。 

所謂的「隱含的政治企圖」，曾為余英時詳加談討。余英時的鉅著《朱熹的歷史世界》，

大幅度地橫跨兩宋的政治環境，探討北宋的士大夫與皇權之互動情形、王安石變法及其密

切相關的國是轉折與黨爭等等因素，以及此政治文化延續下，南宋時朱熹面臨的秩序重建

任務，與理學集團、保守官僚集團、皇權三方角力的挑戰。有關《易程傳》的撰述動機，

余英時指出，二程道學的形成過程中，一大要素是與王安石新學的抗衡。程頤對王安石《易》

學十分推崇，曾勸門人治《易》時，取王弼、胡瑗和王安石三家，而這種推崇所反映的透

徹研究，也同時表示程頤之所以撰《易程傳》，便是為了正新學之誤。3另一方面，北宋的

                                                        
2   日．伊藤東涯：〈周易經翼通解釋例〉，頁 8。 
3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頁 87-90。程頤對王弼、

胡瑗、王安石此則評價，見宋‧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 19，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

《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248、程頤：〈與金堂謝君書〉，《河南程氏文集》，卷 9，

《二程集》，頁 613。余書引用此則廣為人知的引文來說明程頤對王安石新學的對抗意識，不過光從

引文內容中似無法看出這一點。顧炎武曾引張栻之言，探討程頤此說的背景：「（互體）夫子未嘗及

之。後人以『雜物撰德』之語當之，非也。……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張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

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爾。』」見清‧顧炎武：《日知

錄‧卷一‧互體》，王雲五主編：《國學基本叢書四百種》，第 1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頁 6-7。因此程頤此言與其說是基於對王安石新學的對抗意識，不如說是對義理解《易》方式

的提倡。但《河南程氏遺書》確實收錄一些批判王安石《易》說之言，可與余英時之說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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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階層頗有以天下為己任、承擔秩序重建任務的意識，這種意識表現在對經書的註解

中，《易程傳》即為一例，其中的人事義理，乃程頤對君臣關係的思想。 

余英時對《易程傳》反映的君臣之道的探討，可歸納為以下三點：一，天下非君主一

人獨斷可治，應任賢以成事，使君臣相遇，共治天下。乾卦九二爻與九五爻的「利見大人」

處，程頤曰「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大德之人，

與共成天下之事」4，規定了君主必須與臣共事，不可一人獨斷。另外於同人卦九五爻處，

又說「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表示君主不可憑一己之喜好而違反

任賢之原則。而程頤註解蒙卦卦辭、《彖傳》、六五爻辭時分別說： 

 

五居尊位，有柔順之德，而方在童蒙，與二為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以發

其蒙也。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為君所信嚮，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己，而後應之，

則能用其道。 

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

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

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為人君者，苟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己也？ 

 

余英時認為，程頤對蒙卦卦辭和《彖傳》的解釋，係來自於他於元祐元年至二年

（1086-87）時的崇政殿說書經歷，哲宗的年紀正當「童蒙」之時。而六五爻部分，則可

能與北宋自真宗後，即位者多為幼主有關，君柔臣剛成為一普遍性原則。這些材料顯示，

程頤嚮往一種虛君制度，君主只是象徵性的，一切政治落實都在士大夫之手，表達了抑制

君權，伸張士權的想法。5
 

                                                        
4   程頤：《易程傳》，《二程集》，頁 696。因本文多處徵引此書，為避繁瑣，以下凡引用處，僅於正文

中說明出處，不另加註。 
5   程頤對蒙卦的解釋，是否真能對應至其實際經歷？「童蒙」是否真指北宋幼主，特別是哲宗？筆者

認為這一點可以再討論。六五爻辭曰「童蒙，吉」，故程頤之所以提及童蒙居五之尊位者的說法，最

直接的原因應當還是為了配合爻辭內容，使其無悖於卦辭、《彖傳》、爻辭的整體性。即便註釋經典

者的目的在於述說己意，畢竟不至於脫離經典本文帶來的形式規定。以程頤推崇的王弼、胡瑗、王

安石三家來看，其中王安石《易解》內容多數佚失，已無法窺見全貌。楊倩描曾對《易解》進行輯

佚，其成果詳見楊倩描：《王安石《易》學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26-104。

惜蒙卦相關處未能全數留存，故不論。胡瑗則解釋為：「六五陰柔之質，而居陽位，至尊之極也。內

有剛德，可以通天下之志；外示柔順，足以專任臣之道，故獲童蒙之吉。非六五柔順之德，无以委

任九二剛明之臣；非九二剛明之才，无以當六五委任之重。故此能專權委寄，所謂勞于求賢，逸于

任使，不勞聰明，垂拱而自治者也。」見宋‧胡瑗口述，宋‧倪天隱著：《周易口義》，據清‧紀昀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頁 212。「不勞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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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下之秩序應達致穩定，並由士大夫承擔安民之責。余英時的根據是程頤對履卦

《大象傳》「辨上下，定民志」的解釋： 

 

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

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徳，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徳，則

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

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

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

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

也。 

 

他指出，這裡反映的是理一分殊的秩序觀在現實人倫方面的落實，士農工商等類別構

成基本的上下秩序。但最重要的是，雖然類別固定，成員卻可流動，關鍵在「位各稱其德」，

人民修學進德而可以為士，承擔「使各當其分」、「定民志」的任務。 

三，民附君以求自立，而天下以民為本。若君主無道，則將民心渙散而生變。程頤於

比卦《彖傳》「不寧方來，上下應也」處說： 

 

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為安……以聖人之公言之，固

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 

 

於姤卦九四爻處「包无魚，起凶」則說： 

 

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己之失德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

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豈有上不失道而下離者乎？……為上而下離，必有凶變。

                                                                                                                                                           

 
明」一句，又來自於王弼：「以夫陰質居於尊位，不自任察而委於二，付物以能，不勞聰明，功斯克

矣，故曰『童蒙，吉』。」見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據清‧阮元校

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1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文選樓藏本），頁 24。

由此可見，依王弼以降的義理《易》詮釋傳統，本就會將蒙卦二五爻之關係，解釋為居尊位者以柔

順之德，委任予在下位而具剛健之德者，這正是卦爻象、卦爻辭等經典本文的形式規定所造就的影

響。筆者認為，面對程頤此處解釋之所由，最不能忽略的是其繼承義理《易》傳統的明顯傾向，相

對的，個人政治經歷充其量只能算是狀況證據。但余英時的說法不致於與《易程傳》文本產生重大

衝突，確實有參考價值。無論程頤註解蒙卦時，是否有意識地表達崇政殿說書等經歷，其抑君伸士

的表現仍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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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 

 

余英時據此認為，此處的君民關係思想，專論君之失道導致民之叛離，似主張君民之

間具有契約關係，若君主不保民安民，則契約可中止。此契約關係係人與人之關係，而不

以「天命」為重要條件，這是程頤思想的可觀之處。6
 

綜上所述，根據余書的分析，《易程傳》的君臣關係思想，也就是其政治企圖，在於

抑君伸士，強調士大夫的政治主體性，使君主成為虛位元首，放手讓士大夫遂其理想，承

擔秩序重建的安民任務，「共成天下之事」。 

胡楚生〈伊川《易傳》中政治思想之解析〉一文7，也涉及了《易程傳》中所論述的

君臣角色，將重點放在君臣各自的義務。君主的義務為下體民情，不與民爭利，使萬民親

附，並能上下同志，而讓政務順暢合理，此外，更必須禮賢下士，以求賢能者輔佐；為臣

者需盡忠輔弼，不掠君主之美，且需由君主來求己，不可主動汲汲求進，阿諛曲從，方為

自重之道。綜合余英時與胡楚生兩者之論來看，可看到胡文著重在歸納、疏解《易程傳》

內部結構所表現的觀點，余書則是將《易程傳》放在宏觀的理學家政治企圖之歷史背景，

來指出程頤解《易》法之所由。進路的差異也導致分析結果的不同，於是乎乍看之下容易

產生一個疑問：若程頤在《易程傳》中表達出為臣者不能掠君主之美的想法，那麼是否又

跟「強調士大夫政治主體性」的解讀相衝突？ 

不過我們可以認為：不掠君主之美，畢竟是站在君主制的歷史背景來說。即便宋代士

大夫地位提升，儒者們也不致於徹底顛覆君臣上下關係，否定位階差異，因此為臣者本就

是站在輔佐的定位上去承擔政治主體性，而非完全取代君主。再者，程頤此處的解釋係針

對坤卦六三爻辭「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而發，不會遠離《文言傳》的「陰雖

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所含之尊卑思想。但儘管這種尊卑思想透過《易傳》以來的崇陽抑陰觀點與現實政治體制

之結合呈現出來，規定了歷代解經者的解釋方向，程頤之說仍具有獨特之處。我們且再一

次比較王弼、胡瑗、程頤三者於此處的表現： 

 

三處下卦之極，而不疑於陽，應斯義者也。不為事始，須唱乃應，待命乃發，含美

而可正者也，故曰「含章可貞」也。有事則從，不敢為首，故曰「或從王事」也。

                                                        
6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頁 218-237。 
7   胡楚生：〈伊川《易傳》中政治思想之解析〉，《興大人文學報》第 35 期（2005 年 6 月），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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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為事主，順命而終，故曰「无成有終」也。8
 

六三陽位，今以陰居之，是能執諫，不敢為事之倡始，故內畜聖賢之事，章美之道，

待君之所令。及謀議之所至，則從而發其章美之道，以進于君。如此是得臣子之

正。……六三之君子，執臣子之分，不敢先倡，待君有命，然後從而行之。既行之，

又歸美于君，而不敢居其成功，但竭節盡忠而終于為臣之分也。……人臣含蓄章美

之道，若謀議未及而先發之，非其時而宣行之，使天下之人，但知臣之所為，而不

知君之所命，則失所以為臣之分也。9
 

為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或從上之事，不

敢當其成功，惟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臣之道也。 

 

程頤與王胡二家的主要差別在於，雖然三者都要求為臣者功成不居，但可以看到，王

胡二家所構想的君臣關係中，君主是發號施令者，臣下則忠實地執行君主命令，不能居於

制定政策的位置。相對的，程頤則並未如此強調為臣者在行動上的限制，頂多強調不居其

功而已。因此雖然同樣倡導「章美」，但程頤所建立的為臣者政治主體性，與王胡二家相

較，實不可同日而語。可以說，之所以不居其功，是為了維持君臣關係中君主本身的權威

性，名義上臣下仍由君主所領導，故最大的功勞應歸於君主。但為臣者直接承擔秩序重建

的任務，因此不會只能執行命令，而是在忠君的前提下，自身可以發號施令。於是乎我們

仍然可以將士大夫階級的政治主體性，當作《易程傳》撰作企圖中的重要一部分，程頤在

其中所述說的君臣關係樣貌，就是能夠讓他本人通經致用，而參與其中的理想藍圖。 

那麼，基於對義理《易》學發揚之目的，而在解經時自覺地遵循《易程傳》的伊藤仁

齋父子，是否也流露出對程頤這份理想藍圖的繼承？接下來透過對《周易經翼通解》的觀

察，來對此問題加以探討。 

三、《周易經翼通解》的政治思想 

以儒家義理解《易》，其著力點往往在於現實人事之教。此不惟涉及到儒者的現實秩

序關懷，更是由於《易傳》乃義理《易》之根源，其內容原本就含有道德教化思想之故。

雖然否定《易傳》的神聖性，主張其非出於孔子之手，是仁齋父子繼承歐陽脩《易童子問》

                                                        
8   據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頁 19。 
9   宋‧胡瑗口述，宋‧倪天隱著：《周易口義》，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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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點，而貫串其《周易》詮釋的作法，但王弼、胡瑗、程頤一脈的義理《易》平實解經

之風，畢竟還是來自於《彖》、《象》、《文言》等部分，因此自覺地推崇《易程傳》的仁齋

父子，也不會離此太遠。 

義理《易》傳統施之於人事，主要在於進退出處、辨明君子小人等等，而君臣關係更

是一大重點。誠如黃忠天所言，卦爻辭和《易傳》已以君臣關係立論，故歷代諸儒每以爻

位貴賤說《易》，援君臣以論卦爻，《易程傳》常以君臣釋《易》，其來有自。10因此《周

易經翼通解》許多以君臣釋《易》處，其由來亦可置於此脈絡下來理解。以下，由於本節

所依據的主要材料為東涯所著的《周易經翼通解》，故行文之際，以東涯為探討對象。但

基於其紹述之風，與該書「述家庭所聞」的主要性質，故實際上東涯亦代表仁齋之見。 

首先，由於君主制畢竟是近代以前的儒家通義，因此即便是不曾出仕，並未實際參與

政治體制的東涯，也會強調君臣上下位階之異，主張在下位者不可直接強硬衝撞，凌犯上

位者： 

 

蓋陽尊而陰卑，君上而臣下，天地之定分也。故自古人臣，挾震主之威，而至抗其

主，則不唯上受其侮，而躬亦傷夷。妻之凌夫，為下者之抗上，莫不皆然，《易》

之垂戒深矣。（坤卦上六）11
 

蓋曲直之分雖明，而上下之勢相隔，則不可恃己之有理，而紛爭對捍，以招咎殃，

此君子之所慎也。（訟卦九二） 

蓋諸侯之於天子……苟擅其土地，以致凌逼，則不唯上受其害，而亦自取夷滅，如

漢之七國、唐之方鎮，其迹可見矣。（大有卦九三） 

蓋自古挾震主之勢者，必招跋扈之謗，非損益卑下，不處其盛，豈能免乎？此智者

之事也。（大有卦九四） 

 

除了坤卦上六爻處之外，其餘三處的為臣之道思想，大致都與《易程傳》相關處相呼

應，例如《易程傳》於訟卦九二爻處說「九二自外來，以剛處險，為訟之主，乃與五為敵。

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大有卦九四爻處說「四近君之高位，苟處太盛，則致凶

咎」，皆可看出東涯在此依循程頤，以及傳統的君臣位階論述。 

不過相較於《周易經翼通解》談君臣關係的全盤份量，這些強調上下差異的言論顯得

為數不多，大部分還是著墨於君臣各自應有之德。首先在臣德方面，上述有關謹守尊卑之

                                                        
10  黃忠天：〈《伊川易傳》對宋代史事派易學之影響〉，《高雄師大學報》第 16期（2004年 6月），頁 201-218。 
11  日．伊藤東涯：《周易經翼通解》，卷 1，頁 23-24。因本文多處徵引此書，為避繁瑣，以下凡引用處，

僅於正文中說明出處，不另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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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可犯上云云，固為其一，但這不是要為臣者淪為君主的應聲蟲而拋棄主體性，而是

不可基於自身野心或是自恃有理而不顧基本尊重。否則如此一來，造成體制動盪，影響治

國之秩序，亦對安民無益。因此為臣者固應盡忠，然並非單純忠於君主這個「人」，而是

忠於自身職分，因此才須遵守尊卑之際的倫理。為臣者的職分在於輔翼君主，《文言傳》

認為坤卦象徵的柔順之德即為臣道。東涯也隨之強調，臣道乃「順」，需守含章之美：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稟君之令而行之者也。故為臣者，己雖有其才，蘊畜而不

曜。雖從上之事，亦歸之于君，而不居其成功，不唯存謹畏、遠猜嫌而已，為臣之

道，自當然也。（坤卦六三） 

蓋臣之道曰順，順者言將順其美也，非阿諛承順之謂也；君之德曰明，明者言照臨

不蔽也，非苛察為明之謂也。（晉卦卦辭） 

 

首先在坤卦處，東涯言為臣者係執行命令之人。若與上一節曾提及的，程頤此處的詮

釋相對照，乍看之下似乎較貶低為臣者的主體性。但同時也可以看到，東涯並未如王弼和

胡瑗一般，強調臣不可為君之先。其論述之重點在於，為臣者執行人君所下之命令時，係

奉命行事，故不宜將功勞攬於己身，而應歸之於君，才符合上下位階倫理，並可韜光保身。

於晉卦處所言之「順」，就可理解為：站在輔翼的角色上，不居其功、忠於職分，此乃為

臣者所應具之德。 

正因為這種「順」不代表完全抹煞主體性的阿諛奉承，故為臣者的自主意識也是東涯

注重的部分。例如他註解明夷卦初九爻時說：「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

則士可以徙。」即認為為臣者可以因主君無道而離開，而非只能在君主手下被壓制。另外，

在君主非有道、尚賢之人、不可對其行「順」之臣道時，則需隱遁，不可汲汲求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然則抱經濟之具者，苟不遇其時，則寧老死巖

穴而已，不可跂焉躍焉，以欲試其能。此賢者之所以安命樂天，訢然以終其身也。

（井卦九二） 

 

余英時曾指出，進退出處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重要成分，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

在皇帝不接受自身理想時，會拒絕奉召，以道自持，例如王安石在尚未信任宋神宗之前不

願輕出、司馬光反對新法而拒絕神宗之召、程頤自元祐二年後不肯入朝等等，均屬宋代士

大夫政治意識的展現，也顯得其主體性地位較宋代之前與之後為高。《易程傳》對蒙卦《彖



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八期（秋季號） 

 

- 10 - 

傳》的註解所含的為臣者進退之道，也是這一點的體現。12從東涯此處說法可以看到可與

程頤相呼應的說法，這種限制為臣者汲汲求進的觀點蘊涵對君主的抵抗，因此一方面可以

說，東涯接受了程頤的進退之道，另一方面，所謂的臣道並不是一種單方面的下位者服從

義務，其中亦涉及對君主的衡量，以決定輔翼匡佐，不居其功；或是遠離不仕，拒絕相助。

至此可以說，臣道在施政治民上的實踐，是建立在君主先遵守君道的前提之上，若君主無

道，以致君臣不能相遇，為臣者便不會入朝以順相待，接受約束。 

接著再來觀察在《周易經翼通解》君臣關係論述中，佔較大比重的君道部分。首先最

可觀處為以下說法： 

 

大人者指九二而言。此爻在乾之時，而剛健中正，進居天位，德化大行，而下與九

二同德相應，故其象為飛龍在天，而利見大德之臣，以輔其治也。蓋自古有臣而無

君時有矣，未有有君而無臣時也。上有堯舜之君，則下有稷契之臣；上有湯武之君，

則下有伊呂之臣。英主誼辟之興，必有佐命元勳，翼戴夾輔，以致太平，何者？天

下之廣，無時無才，為明主能知而用之，用而盡其才。此九五之所以利見大人也。

（乾卦九五） 

 

這裡顯示出兩點特徵：一，程頤以九二為九五所利見之大人的說法，完全為東涯繼承；

二，伴隨著此詮釋的政治思想，在東涯手上也充分發揮。九五居尊位，而又以下見九二為

利，代表君主利見在下之臣以得其輔佐。東涯所說的「自古有臣而無君時有矣，未有有君

而無臣時也」，非常強烈地主張下位之臣才是推行政治所不可或缺者，君主需有賢臣輔佐

才能成事。這就與程頤一樣，展現出高度的為臣者之政治主體性。另外，仁齋的《易經古

義》僅註乾坤二卦，但我們正可藉此將仁齋對乾卦九五爻的解釋與東涯對照： 

 

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是有其德而居其位也。然君不可獨治，必待賢佐而後能成其治。

若成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是也。三代以來苟有賢明之君，而輔相得其人，則

猶足稱小康，況三代之聖主乎？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憂，為

是故也。13
 

 

雙方觀點可謂如出一轍，這是《周易經翼通解》「述家庭所聞」的表現之例。同時也

                                                        
12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頁 223-225、305-306。 
13  日．伊藤仁齋：《易經古義》，據日．關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第 5 卷（東京：鳳出版，1978

年），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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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上述對東涯之解的觀察亦適用於仁齋。 

另一方面，關鍵性的「共治天下」思想，也同樣得見於東涯筆下： 

 

蓋獨智有限，而輿論必公。故古之聖王，疇咨僉諧，博資眾人之善，以廣其智，猶

萬乘之君，合眾人之力，以為其強也，非以為虛文也，將以盡眾謀之善也。若夫任

一人之剛明果決所行，無復顧慮，豈能無弊乎？（履卦九五） 

聖人資眾智，以崇其德；人君合眾力，以成其強。烏可以事不出己，棄賢自任，以

致敗蠱哉？（蠱卦六五） 

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得賢。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悉治也。舉用賢才，任之以

事，則庶績咸熙，萬國以寧。言其成功，則歸于君。（臨卦六五） 

尊賢禮士，王公之盛德也。故自古聖王，搜岩穴幽隱之士，與共天位，與治天職，

國由是興，民由是寧，如湯之舉伊尹，先主之顧孔明是也。（賁卦六五） 

 

正因為天下事非一人可能治，故君主需要求賢，延攬為臣，賦予政事。東涯稱此為「與

共天位」，便揭示了天下乃君臣共治的想法。「尚賢」是儒家政治思想通義，《周易經翼通

解》亦不外乎此，全書有關尚賢思想的呼籲比比皆是，不暇一一枚舉。14而這裡可以看出，

在尚賢的同時，東涯亦強調「共」的概念，亦即君主係與為臣者共同治理天下，而非一人

獨享尊位。雖然君主制下，君主享有最高命令權，但「共」的概念大幅強調了為臣者的政

治主體性，君臣不只是上下隸屬關係，也揉合了契約合作關係。《易程傳》有關「共治天

下」的意義，亦可適用於《周易經翼通解》。 

也因此，在為臣者擁有一定主體性，係共治者而非單純的受令者，可以自由決定去留

的情況下，君主欲求賢，則當禮賢下士。東涯說： 

 

至誠之道，可以感鬼神，況方相遇之時，居九五之位，苟至誠求賢，降其尊貴，側

席幽人，則非其應而應，有不可豫期者矣。自古聖主之遇賢臣，皆以是道。（姤卦

九五） 

 

為臣者的政治主體，使其並非呼之即來。君主必須配合此主體性，方能使賢者願意為

其臣下。此外，君主不可強迫對待者，除了為臣者之外，亦包括萬民。首先，和程頤一樣，

東涯也認為人民可以叛離無道君主： 

                                                        
14  其他較明顯部分包括大有卦上九爻、隨卦九五爻、損卦六五爻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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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先聖王之涖下也，不偏求足一己之欲，而欲行益於天下，則天下欣戴，莫不欲益

於其上矣。苟上享玉食而不恤下之糠覈不厭，上服錦綺而不問下之短褐不完，偏利

一己，而莫益於人，則眾畔親離，或招寇賊。立心豈可恆如是乎？（益卦上九） 

 

從東涯的論述中可以看到，在君主無法安民時，人民叛離或是起兵抵抗，皆屬正常。

若我們接受余英時的說法，認為《易程傳》含有近似契約論的思想，則東涯此處之說亦可

如是看待。另一方面，有道之君主固需教化民眾，且需使民眾前來親附，但不服者亦不能

強求： 

 

蓋王者之馭天下也，漸之以仁義，動之以禮樂，以安天下之民，則天下之民，親之

如父母，尊之如神明。若或有頑冥凶悍，不可懷服者，則聽其自去，不敢以智術牢

籠，使其必入吾教化之中。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霸者之民，驩虞如也。」

致驩虞者，非顯比之道也。（比卦九五） 

 

東涯甚至為民眾的選擇保留了餘地，雖然這裡認定了不服從王者之教者乃「頑冥凶悍」

之人，但在這種王霸之辨的架構下，遵守王道的君主不能強迫下位者必定要服從教化。這

裡也隱含了一般民眾的政治主體性，雖然他們不可能擔負起實際的政治責任，更不可能在

君主制下成為決策者，但這種主體性，不只涵蓋了傳統儒家政治思想的「安民」要求，更

進一步賦予民眾拒絕的空間，隨之限制君主的手段。一般民眾尚且如此，為臣者與君共治

的政治主體性、進退出處的自主權利，當然就更不容忽視了。 

綜上所述，可以說，東涯在《周易經翼通解》中，依循程頤義理解《易》之風格的同

時，也連帶地顯現出，在《易程傳》中可得見的特殊政治思想，包括君臣共治天下、為臣

者可不奉召等等顯示為臣者政治主體性的部分，也見諸於《周易經翼通解》中。此外，又

可以看到東涯在不與《易程傳》核心思想及解經法大悖的情況下，也會變換敘述方式、擴

充事理之例、額外引用中國史事等等，這表示，東涯並非只是在字面上依循程頤，而是自

覺地接受了其中所包含的思想。這一點若放回日本江戶時代的環境來看，又可顯示何種意

義？ 

四、武國體制下的市井儒者：《周易經翼通解》的政治意涵 

雖然《周易經翼通解》與《易程傳》之間共享同樣的思維，但兩者的意義並非完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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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宋代是中國士大夫政治地位最高的時代，科舉制也使得士與布衣之間不存在絕對的鴻

溝。但這兩項條件正是江戶時代十八世紀以前，與中國的一大相異處。江戶幕藩封建體制

下，幕府並未如中國和朝鮮一般施行科舉制，也尚未在十八世紀以前大規模地施行文教政

策。這使得儒者的身分極其曖昧，即便為大名延攬，可參與政治決策，也終究不能取得和

武士相等的階級。至於像仁齋父子這一類的市井儒者，更是無法翻身，只能靠授課、出版

工作等賺取微薄生活費，或是兼具醫生身分才能免於飢寒。15我們必須將仁齋父子放回相

應的背景，才能更明白其意義以及關懷所在。 

仁齋作為市井儒者，即面臨此身分所招致的不友善眼光，他自述道： 

 

今之俗皆知貴醫而不知貴儒，其知為學者，亦皆為醫之計而已。吾嘗十五六歲時好

學，始有志于古先聖賢之道。然而親戚朋友以儒之不售，皆曰『為醫利矣』，然吾

耳若不聞而不應。諫之者不止，攻之者不衰。……愛我愈深者，攻我愈力，其苦楚

之狀，猶囚徒之就訊也……然而以吾好學之篤、守志之堅，而後得到于今矣。大凡

俗之所尚者，在利不在義，在勢不在德。16
 

 

儒者身分之所以不獲重視，正是因為在此社會環境下無利可圖，地位不高，故容易受

到輕蔑。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江戶時代前中葉，市井儒者的自我理想伸張，較諸中國宋代

士大夫的類似舉動，便具有更濃厚的抵抗成分，抵抗的對象正是整套以武士為主體的幕藩

體制及武國之風。另一方面，我們若是從中國和朝鮮的眼光來看，彼時日本儒學發展的程

度也不被肯定。例如 1719 年，出使日本的朝鮮通信使申維翰（1681-？）就如此評論： 

 

日本性理之學，無一可聞，蓋其政教與民風，非兵則佛，郡國無庠序俎豆，又無君

親喪禮，其民雖天稟良知，何從而得聞道也？會津侯源正之，以貴公子受爵，而律

己治人，一遵程朱之訓，亦異事也。17
 

                                                        
15  可參考日‧尾藤正英：《日本封建思想史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61 年），頁 35-36、日‧黑住真

著，藍弘岳譯：〈儒學與近世日本社會〉，張寶三、徐興慶編：《德川時代日本儒學史論集》（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年），頁 41-98、日‧渡邊浩：《近世日本社会と宋学》（東京：東京大

学出版会，2010 年），頁 23-29、《日本政治思想史──十七～十九世紀》（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0

年），頁 88-113。 
16  日．伊藤仁齋：〈送片岡宗純還柳川序〉，據日‧三宅正彥編：《古学先生詩文集》，《近世儒家文集集

成》，第 1 卷（東京：ぺりかん社，1985 年），頁 20。 
17  朝鮮‧申維翰：《海游錄》，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第 3 冊（上海：復旦

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376。另外，申維翰對伊藤仁齋亦無好感，他說：「近世京都人伊藤惟貞

者，以學問名於國中，撰集己見，以教國人……一時為士之類。或有崇信者，或有譏其穿鑿者。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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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也提到日本的政教民風，本就不利於儒學發展。源正之即保科正之（1611-1673），

師從山崎闇齋（1619-1682）習朱子學，這在申維翰眼中只能是少數例子。且不論朝鮮人

本就容易帶著朱子學本位的眼光看待他國，但此處的重點，仍在「非兵則佛」的社會環境

描述。另外，清商汪鵬紀錄日本風土民情的《袖海編》中也提到： 

 

唐山書籍歷年帶來頗夥，東人好事者，不惜重價購買，什襲而藏，每至汗牛充棟。

然多不解誦讀，如商彝漢鼎，徒知矜尚，而無適用也。 

國無制舉，故不尚文墨。18
 

 

《袖海編》成書於 1764 年，乃仁齋父子皆過世已久之時。但仍然可以看到，日本國

內文風此時還有諸多有待加強的空間，更遑論仁齋父子在世的時期了。 

上述對《周易經翼通解》的相關探討，已顯示出仁齋父子政治思想中所含的王道要求。

極力闡發王道思想的《孟子》，正是仁齋之學的核心經典之一。仁齋的君臣關係論述，大

致上亦可於《孟子》中得見相關資源，例如為臣者的進退出處自主權利這一點，可以讓我

們聯想到《孟子‧公孫丑下》的「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以及〈萬章下〉

談「異姓之卿」時，所說的「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因此可以說，孟子和

程頤有關士人政治主體性的論述，甚為仁齋所重。但問題在於，當時江戶時代的社會環境，

不允許這種思想的充分落實。除了儒者身分不獲重視，其自我實現空間大為受限之外，在

當時的幕藩體制下，君臣關係仍以武士的主從關係為重，為臣者不可任意離去，否則將會

被剝奪武士身分，家業隨之化為烏有。因此儒學王道的君臣論述進入日本以後，便會發生

衝突。19 

江戶時代儒者對武國體制的批判中，仁齋的發言是其中值得注意的一部分。例如《童

子問》中提到的： 

 

問治道之要，曰：文勝其武，則國祚修；武勝其文，則國脈蹙。賞勝其罰，則刑罰

                                                                                                                                                           

 
未見其文集，而每與諸文士酬酌言語之際，有提伊藤家說話，而質其可否。余輒曰：『此與荀卿性惡

之說同罪，從其言者，欲求人道於禽獸草木之性乎？』諸生或以為然。」見《海游錄》，頁 376。不

過申維翰並未真正閱讀仁齋著作，故此說不免有偏，姑聊備一格。 
18  清‧汪鵬：《袖海編》，《叢書集成續編》，第 224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叢書集成續

編影印昭代叢書本），頁 461。 
19  日‧渡邊浩：《日本政治思想史──十七～十九世紀》，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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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而民心安；罰勝其賞，則刑罰亂，而民心搖。20 

 

學界已注意到這代表仁齋思想中對武國的抵抗。渡邊浩據此認為，要求文勝於武、賞

勝於罰，便是對當時以武威為手段的統治者的抗議。21藍弘岳指出這裡的「文」並非只是

理學道德論的根基，而是眾人皆能共感、參與的道。22這種「道」可作為王道思想的體現，

可說是對武國的抵抗。又例如仁齋曾說： 

 

蓋國家將治，必右文而左武；其將亂也，必貴武而賤文。故周人尚文，曆過其數；

秦人好武，傳纔二世。尚武之與尚文，治亂異驗，豈非千萬世國家之明效哉？……

然今士大夫皆曰「日東本尚武之國，何用文為」，豈其然哉？厥後暨乎源平氏起，

天下初亂，禮樂典章，日就壞墮。及乎元建之後，干戈相尋，戰爭不止，專任威武，

蔑棄文教，天下之衰極矣……而近年已來，理學初開，人尚實行，家誦孔孟，戶宗

程朱，度越前古實萬萬矣。但近世士大夫類，皆木強不知學，其觀讀書者，必曰「為

學多損人」，又曰「學文則必害於武事」。而今顧曰「非學無以成人，非文無以濟武」。

於乎！風教之能移人心也若此。23
 

君子之在草莽也，非但繼往聖而開來學，足以維持世道，足以檢束人心，清議由是

不墮，邪說由是不肆。雖無赫赫之驗，而有冥冥之功，何得謂無事而食哉？24
 

 

相較於仁齋所處的和平近世，在此之前的中世實乃戰亂頻仍的時代，文教傳播程度無

從相比，也因此仁齋才會稱呼近世「度越前古實萬萬矣」、「風教之能移人心也若此」。但

這不能代表江戶時代的普遍現象，可以看到仁齋真正的用意畢竟還是在反駁「日東本尚武

之國，何用文為」的世風，這正是他的王道理想的極大阻礙，也是造成儒者窘境的來源，

故他勢必要對此抵抗之。而抵抗的方式，就是透過儒學思想的發揚，站在市井儒者的立場

上闡述其文勝於武、以王道治國，締造「冥冥之功」的理想。 

仁齋本人雖終身不離町人環境，但並非沒有機會出仕，只是不曾汲汲營營於宦途。東

涯所撰之〈先府君古學先生行狀〉記載：「時細川越中侯幣召，以侍養無人辭……先生……

                                                        
20  日‧伊藤仁齋：《童子問》，據日‧井上哲次郎、日‧蟹江義丸編：《日本倫理彙編》，第 5 卷（京都：

臨川書店，1970 年），頁 118。 
21  日‧渡邊浩：《日本政治思想史──十七～十九世紀》，頁 148。 
22  藍弘岳：〈「武国」に抵抗する江戸思想─伊藤仁斎の「文」と「王道」言説をめぐって〉，日‧片岡

龍、韓‧金泰昌編：《伊藤仁斎：天下公共の道を講究した文人学者》（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

年），頁 1-18。  
23  日‧伊藤仁齋：〈送片岡宗純還柳川序〉，頁 18。 
24  日‧伊藤仁齋：《孟子古義》，據日‧關儀一郎編：《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第 9 卷（東京：鳳出

版，1973 年），頁 122。  



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八期（秋季號） 

 

- 16 - 

非不求仕也，而不為求仕之計。」25而這種不仕的表現，也博得其他人讚賞。太宰春臺在

評論其師荻生徂徠與仁齋之比較時說：「仁齋者不可及者三焉：不由師傳，一也；不仕，

二也；有子東涯，三也。物先生不有一於此。」26相良亨認為，仁齋的不仕，正反映出他

對自身市井儒者理念的自信，不以在武士社會中出仕，而是作為一個單純的「人」，講述

一般人世日用之道為榮。而仁齋雖然沒有正面攻擊武家體制，其思想卻已動搖了武士之統

治。27另一方面，筆者認為也可以這麼說：仁齋重視一般人世日用之道的講述，勝於進入

政治體制中推行外王事業，也是因為他的王道思想終不能為武國環境所完全接受28，且身

為町人階級，在幕府封建體制下，畢竟無法取得可與中國宋代士大夫相仿的政治地位。因

此對他而言，在市井中持續傳道授業，由下而上培養影響力，更符合其志願。〈行狀〉記

載： 

 

（仁齋）名望日隆，達于遠邇，搢紳家虛左以待，乃至士庶之往來過京，稍有志者，

不問有學無學，莫不願一識其面，一聽其講，叩問道要，質正疑難，虛往實歸，莫

不歎服。投刺來謁者，著錄凡三千餘人……而其友教侯國，訓化邑里者，各成其材，

皆為人所知。平日勸學者，以明道術，達治體為有用之實材，而戒騖於空文，流於

記誦。29 

 

仁齋門下眾多，且對往後的日本儒學在民眾教育方面之功具有深遠影響，已不待言。
30而我們同時也需要看到：仁齋學以「明道術，達治體」為旨，其中具有相當的政治期許。

游於仁齋門下者不限於町人階級，他期待能藉此培養適合在政治場域中遂行事業的人才，

                                                        
25  日‧伊藤東涯：〈先府君古學先生行狀〉，《古学先生詩文集》，頁 10-12。 
26  日‧太宰春臺：《紫芝園漫筆》，據崇文院編：《崇文叢書》，第 45 輯（東京：崇文院，1926 年），卷

4，頁 1。 
27  日‧相良亨：〈武教的儒学への批判─市井の儒者 伊藤仁斎─〉，日‧高橋文博、日‧高島元洋、日

‧黑住真編：《相良亨著作集第 1 卷  日本の儒教 I》（東京：ぺりかん社，1992 年），頁 93-115、相

良亨：《伊藤仁斎》（東京：ぺりかん社，1998 年），頁 256-266。 
28  仁齋的王道思想多受孟子之外王論述啟發，事實上孟子學說在江戶時代終究引發與幕府體制間的緊

張關係，也因此引起儒者間的爭議。相關整理可見日‧野口武彥：《王道と革命の間：日本思想と孟

子問題》（東京：筑摩書房，1986 年），頁 207-249、張崑將：《日本德川時代古學派之王道政治論─

以伊藤仁齋、荻生徂徠為中心》（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年），頁 219-285。 
29  日‧伊藤東涯：〈先府君古學先生行狀〉，頁 10。 
30  包括仁齋學在內的各派儒學對藩校教育的影響，可參考日‧笠井助治：《近世藩校に於ける学統学派

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94 年），頁 76-85、1959-2084。有關仁齋在江戶時代初期的文教傳

播之角色分析，可參考藍弘岳：〈「武国」に抵抗する江戸思想─伊藤仁斎の「文」と「王道」言説を

めぐって〉、〈「武國」的儒學──「文」在江戶前期的形象變化與其發展〉，《漢學研究》第 30 卷第 1

期（2012 年 3 月），頁 239-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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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致「右文而左武」之境。例如其門下荒川景元，於年方十六，學問未成時被召至紀伊藩

（位於今和歌山縣），仁齋即如此勉勵之： 

 

紀侯之辟子也，非愛子之學止於此焉而求之，必也欲俟子勉節，學成道隆，明治亂

之機，審國家之大體，寘諸左右，備其顧問，子其勛哉。然吾聞之紀侯國姓尊長，

諸侯大藩，仁賢好士，政治清明，其府吏士皆諄諄然，有古良士之風矣。子入其國，

服習其俗，染漸其化，則心正身修，德器大成，必不至為都下少年，多言浮躁，愛

為紛華者之態。31
 

 

仁齋所期勉者，終究還是圍繞政治目的而展開，盼望其門下能養成治國之才。因此儘

管仁齋生於町人階級，終身不仕，又較少直接談論治國之策，但我們對於其政治主體性之

企圖，仍須予以重視。如此便能理解《周易經翼通解》中所含之政治思想論述的意義：那

正是他一方面繼承程頤義理《易》解經法，另一方面透過包含《周易》在內的儒學教育，

弘揚其王道理想，站在市井儒者的位置上抵抗武國風氣的表現。 

至此，我們進入了另外一個問題：《周易經翼通解》雖自稱述家庭所聞，讓我們可以

從中窺知仁齋《易》學及相關思想，但其書畢竟成於東涯之手，那麼上述對仁齋的探討，

是否亦適用於東涯？是否真能讓我們可以確保，東涯也發揮了同樣的意識？考慮到歷來對

仁齋的政治思想與儒者身分論述，並未及於東涯的繼承情形，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進行探

討。 

東涯著作中，與政治最為相關者為《制度通》。該書歷述中國三代以至宋明的典章制

度，以明日本之制的相關來源。而其最根本的問題意識，是為了回應世人對儒學的批評： 

 

世人謂儒者之道，上世之事，異方之習，而非我邦今日之宜也。而或者則謂中夏文

明之地，禮樂之所在，而本邦僻處夷服，簡陋無文，不足與言也。此兩者胥失之矣。

32
 

 

這兩種想法對中國儒學的態度各有高低不同，但無論如何都貶抑了日本儒學的價值與

主體性。這顯示出，仁齋所面臨的儒者困境，也是東涯需要處理的問題。另外，他又曾經

表示： 

                                                        
31  日‧伊藤仁齋：〈送荒川景元赴紀州序〉，《古学先生詩文集》，頁 17-18。 
32  據日‧伊藤東涯著，日‧飯田傳一校訂：《制度通》（東京：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1912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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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人謂儒者之道，異方之宜，上世之事，而聖賢君子之所優為，非今世夫人之所

能行也。聖賢之教，豈外今日夫人之所行，而別有一種甚高難為者乎哉？33
 

 

從中當然可以看到堀川學派一貫的平易學風，但此處最重要的是，儒學在當時日本社

會的一種主要形象，是一套與日本風土殊異，而又不近人情的學問，故東涯不得不為此辯

護。此外，儒者的真正內涵在當時的環境中也未必真確地為人所認識。東涯曾說： 

 

吾國久陷乎戰爭，典章淹替。方今禮樂稍興，畯良拔茅，然其泛于記聞者，鈍乎經

術；剽於口耳者，昧乎事務……世之椎魯木強，雅不好文者，從而嗤鄙之曰：「儒，

異邦之腐譚，而非吾土之宜；學，古人之芻靈，而非今日之要。耕當問奴，織當問

婢。尋行數墨，固子之職。至於事務，不如一老吏之為愈也。」……然世固有心言

一致，足目俱到者，而以俗儒之不達事宜，而併付之於無用，是學者之罪也，非學

之咎也。34
 

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賢否之相懸也，學之熟與未熟，行之至與未至，智之明與

未明，奚止十百倍蓰而已哉？有能解句讀，曉文字者、有能講義理，明聖學者、有

能巧詞章，博記聞者、有能達聖學之源，充良實之美，制禮作樂，為天下萬世利澤

者矣。世之視也，不辨其等差，槩曰儒者也，故其出仕者，多自怠倦，而鞭勵之志

荒矣。孟子曰：「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35
 

 

這裡可以看出，儒者的社會地位低落，除了有許多人徒識文字，不明經史方略以外，

即便非此種俗儒者，世人亦不過將之視作具有文字技藝之匠，而不重視其能否秉其義理涵

養與知識學養，在治國教民上發揮作用。為大名所延攬而出仕者，事實上也無法充分實踐

理想。在東涯看來，他們受此風氣所困而日漸倦怠，讓自身淪為俗儒、文字匠，亦不可取。

因此可以說，輕視儒者文教的風氣，以及此風氣下的出仕行為，皆為東涯所排斥。他之所

以和仁齋一樣未曾出仕，畢生為弘揚父親學說而努力，上述引文已可讓我們略微了解背後

的緣由。 

                                                        
33  日‧伊藤東涯：〈贈芳賀生東歸序〉，據日‧三宅正彥編：《紹述先生文集》，《近世儒家文集集成》，

第 4 卷（東京：ぺりかん社，1988 年），頁 65。 
34  日‧伊藤東涯：〈送並河誠所赴懸川任序〉，《紹述先生文集》，頁 54-55。 
35  日‧伊藤東涯：〈送人游宦序〉，《紹述先生文集》，頁 45。 



伊藤東涯《周易經翼通解》的政治意義 

 

- 19 - 

東涯既與仁齋一樣，其學之宗旨在於於世有補，而又懷有對武國之抵抗精神，那麼王

道思想當然也是他繼承仁齋學的重要一環。這一點從他的〈封建論〉可以得知： 

 

若使堯舜文武在上，則雖封建可也，雖郡縣可也；使幽厲秦始為君，則雖封建不可

也，雖郡縣不可也。天下之治亂，豈在乎制度儀章之末哉？在人君之一身耳，故曰

「有治人，無治法」。36
 

 

封建郡縣之論在中國的相關文章，亦曾為彼時江戶時代儒者論及。例如太宰春臺對柳

宗元〈封建論〉有所不滿，便以同題撰文，力倡封建論之優，迎合幕府之制。37相對的，

東涯則根本不將重點放在制度上，而在於君主本身是否為能行王道者。「有治人，無治法」

出自《荀子‧君道》38，該處正是在強調君主之道德修養，比制度更為重要。這充分顯示

出東涯的政治思想論述，仍歸結於對君主行王道的要求。綜上所述，可以說《周易經翼通

解》確實代表了仁齋、東涯父子共同的政治關懷，而其主要內容，則在於對主君尚賢以行

王道的理想，此處的「賢」，自然便是真正具有義理涵養與知識學養，理應在「武國」中

受到重視，可推闡文治，化俗教民的真正儒者。面對現實日本社會的困境，他們冀求透過

自身所鑽研的中國學問，來尋求解決之道。而且在他們的意圖中，這種解決之道既然並非

世人所想的「異方之宜，上世之事」，自然也就具有超越中國和日本之分的普遍性了。 

誠然，正如程頤等宋代理學集團的士大夫，仍然必須受限於與君權和官僚集團角力的

狀況，無法徹底地遂行理想一樣，仁齋、東涯之學也無法在當時徹底地改變幕府的武家體

制，而達致王道之政。他們身為儒者，其政治格局仍然是期待明君，進而得君行道。衣笠

安喜（1930-2001）批評道，仁齋之學即便提倡仁政，畢竟沒有徹底思考到主權問題，人

民不具備參與政治的權利，便無法擺脫君民格局下，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邏輯。39這一點

                                                        
36  日‧伊藤東涯：〈論封建〉，《紹述先生文集》，頁 184。 
37  詳見日‧太宰春臺：〈封建論〉，據日‧小島康敬編：《春臺先生紫芝園稿》，《近世儒家文集集成》，

第 6 卷（東京：ぺりかん社，1986 年），頁 80-82。 
38  《荀子‧君道》：「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

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

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

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急得其

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則身勞而國亂，

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據李滌生：《荀子集釋》（臺北：臺

灣學生書局，1988 年），頁 263-264。 
39  日‧衣笠安喜：《近世日本の儒教と文化》（京都：思文閣出版，1990 年），頁 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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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是無從否認的，不過筆者認為，這畢竟是時代的限制，不止日本，當代民主政治型態，

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前的世界各地，都很難真正確立，人民若要徹底地發揮抵抗力量，便只

能以武力革命為代價。就這個角度而言，也可以說仁齋學並未在當時直接地產生改革政治

體制的力量。然而另一方面，其中未必沒有值得參考的正面意義。 

當代在日本推行公共哲學思潮的「京都論壇」，於 2010 年 3 月的第 94 回論壇活動時，

以曾活躍於京都的仁齋為主題進行研討會，會議內容於其後編纂成書。主要負責策劃的兩

位學者片岡龍和金泰昌，在該書前言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何要在現代討論公共哲學

時，回頭去理解在江戶時代身為市井儒者，並未對現實政治體制造成影響的仁齋？」而他

們的回答是：仁齋思想代表了市井文人對偏重武家體制時代的抗衡，而當代公共哲學需要

的是從市民立場出發，開拓民眾彼此間的對話，思考個人、社會、國家間的關係，因此仁

齋身分所造就的思想屬性，正有利於這一點。且正因為仁齋遠離幕府體制下的文教政策、

制度等「現實」，其思想才有超越日本特定時空的可能性，而在東亞整體中發揮與當代公

共哲學相關的價值。40
 

也因此，筆者認為可以這樣說：仁齋和東涯在《周易經翼通解》中展現出的政治主體

性思想，其限制也正是其意義所在。正因為這些思想並非為現實體制服務而生，而是為了

抵抗而生，因此也就取得了超越當時現狀的意義，擁有批判的力道，永遠形成我們對在上

位者的一個檢核標準。此外，也正由於仁齋父子所處的社會環境中，儒者的地位絕不能與

中國宋代相提並論，他們的自我實現更難達致，也就因此透顯出更令人敬佩的奮鬥精神。 

五、結論 

本文透過伊藤東涯的《周易經翼通解》，觀察仁齋、東涯父子在依循《易程傳》義理

解《易》風格的同時，對其中的君臣關係論述，所涉及的士人政治主體性之繼承表現及其

意義。在仁齋、東涯以王道文教抵抗武國世風的意識下，《周易經翼通解》中的政治思想，

不僅是在表面上跟隨程頤的註解，同時也在當時的江戶時代社會中，扮演著應對現實狀況

的角色。雖然這些論述並沒有立即產生改變政治體制的力量，但其中的抵抗精神，可以說

留下了恆常有效的批判力道。 

雖然仁齋的王道思想、武國抵抗等特徵，皆已為先行研究中所觸及，但《周易經翼通

                                                        
40  詳見日‧片岡龍、韓‧金泰昌編：《伊藤仁斎：天下公共の道を講究した文人学者》（東京：東京大

学出版会，2011 年），頁 1-4、22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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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在歷來的堀川學派研究中，並不是受到矚目的主要材料，且東涯對仁齋現實關懷的繼

承，以及其對儒者處境的想法，也未具有充分的能見度。仁齋在《語孟字義》、《童子問》

等重要著作中，固然涉及政治思想，但多以泛論王道為主。而具體的政治操作，往往發生

在君臣互動中，對此，以時、處、位論述為重的《周易》，可謂極恰當的觀察材料。如果

說以政治意義角度切入，來探討《易程傳》的作法是必要的，那麼堀川學派的《易》學代

表作《周易經翼通解》，理應一體適用。筆者希望藉此一方面開拓更多對堀川學派的認識

面向，另一方面也再度透過君臣論述的問題，思考當代意義。對王道、仁政、尚賢的要求，

永遠是為政者需要面對的任務。當今已非階級之間具有難以踰越之藩籬的封建時代，而社

會情境又較諸十一世紀的中國、十七世紀的日本來得複雜許多。如果說仁齋的這些思想，

可謂具有超越當時現實的意義的話，那麼應當也值得我們在現今的民主社會中去嘗試開拓

可以利用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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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Itou Jinsai 伊藤仁齋, who was a Confucian in Japan’s Edo period, and his 

son Itou Tougai 伊藤東涯 showed their political care through Shuekikeiyokutsukai 周易經翼通解, a book 

about I Ching written by Itou Tougai. I first provide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political discussions in 

Shuekikeiyokutsukai and its learing resource Chengshi I Zhuan 程氏易傳. I then argue that political 

discussions in Shuekikeiyokutsukai was not simply a copy of Cheng Yi 程頤’s thought but Itou Jinsai and 

Itou Tougai’s weapon to against Bukoku 武國’s political atmosphere in Japan’s Edo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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